
１９７５年由卢恰诺·坎福拉（Ｌｕｃｉａｎｏ　Ｃａｎｆｏｒａ，１９４２—）创办的《历史札记》更凸显了学术与政治之
间的缠绕。坎福拉是葛兰西研究院成员。他主导这一期刊表明“意共经由葛兰西研究院更为直接地
介入到古代史研究中”。再者，芬利与韦尔南（Ｊｅａｎ－Ｐｉｅｒｒｅ　Ｖｅｒｎａｎｔ）也是该杂志创办的重要推手。他
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都不同于葛兰西”。因此，莫米利亚诺认为，该刊的编辑与作者面临驾驭“党
的政治要求与新研究方法挑战”的问题［阿尔纳多·莫米利亚诺：《古代研究中的马克思化》（Ａｒｎａｌｄｏ
Ｍｏｍｉｇｌｉａｎｏ，“Ｍａｒｘｉｓｉｎｇ　ｉｎ　ａｎｔｉｑｕｉｔｙ”），《泰晤士文学增刊》（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第

３８４２期（１９７５年），第１２９１页］。

还应注意葛兰西研究院《历史研究》杂志的转向。它一方面扩展了所关注的时段，另一方面开始
强调社会史、经济史等新兴领域。１９６７年，维拉里接替马纳科尔达任该杂志主编。该杂志更为明确
地将自身定位为一份涵盖古代、中世纪、现代与当代的通史性期刊。１９７４年，葛兰西研究院专门成立
了古代史研究团队。《历史研究》亦由此将其范围扩展至古代史领域，罗马史学者马里奥·马扎
（Ｍａｒｉｏ　Ｍａｚｚａ，１９３６—）加入到杂志的编委会之中。中世纪研究亦受到重视，其关注点包括大众阶层
的信仰与文化。与此同时，社会史、经济史成为这一时期的新兴领域。如为了应对社会史、计量史学
的兴起，《历史研究》开始强调经济史研究，其中议题涉及１９世纪意大利的工业化、农业经济与资本主
义的发展等。社会史的兴起以德拉佩鲁塔为代表，主要关注的是大众阶级的生活方式与生存状况等。

在８０年代，他与维拉里等主导了多卷本《意大利社会史》（Ｓｔｏｒｉａ　ｄｅｌｌａ　ｓｏｃｉｅｔàｉｔａｌｉａｎａ）的编撰。

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史学是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文化中最为重要的部分之一。一方面，在历史哲
学与史学理论的层面，它通过对唯心主义思想主流的批判，明确了实践在历史中的本体论意涵。从其
实际效果而言，这一批判为战后马克思主义在意大利的兴盛奠定了思想基础。另一方面，从史学实践
来看，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史学自身也在不断更新，其关注领域经历了从政治史向社会史、经济史的转
变，从最初聚焦于无产阶级运动，逐渐转向对无产阶级的日常生活的关注。这其中所包含的无产阶级
的政治立场以及历史研究中的底层取向，既是对唯心主义史学霸权的有力挑战，同时也弥补了过去意
大利史中对底层民众关注不足的缺陷，推动了一种更为总体的意大利史编纂（它也是以金兹堡与乔瓦
尼·莱维为代表的微观史学的灵感来源之一）。这些影响的达成，也是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史家们试图
在政治忠诚与学术研究之间维持某种平衡的结果。

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与发展还有来自其他国家马克思主义者与左翼学者的推动。其中
影响最大的当属霍布斯鲍姆等。同时，伴随葛兰西思想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在英语世界的影响迅速扩
展，其实践哲学、文化霸权理论、历史主义思想等对诸如Ｅ·Ｐ·汤普森、雷蒙·威廉斯等都产生了直
接影响。时至今日，虽然苏东剧变后，意共的实力大大减弱，但由于葛兰西研究院等机构与《历史研
究》等杂志的存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意大利仍保持着一定的影响力，其未来未尝不可期。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思想史视域下意大利早期马克思主义实践学说研究”

（１９ＹＪＣ７２００１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２０世纪的历史学和历史学家”（１９ＺＤＡ２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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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璐，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青年副研究员。上海，２００４３３。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特点与发展趋向

张　越

从２０世纪２０—４０年代唯物史观史学的形成和发展，到１９４９年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居主导地
位，再到改革开放后形成以唯物史观为主导的中国史学多元发展的态势，及至当代主流史学提出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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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历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经过了从边缘到主流、从封
闭到开放、从反思到继续探索的曲折发展过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在当代中国史学研究体系中处于何种样态？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如何适应
新的时代发展趋势而在学术和现实中发挥作用？这些问题都需要及时总结和深入探讨。

一　多元并存的史学范式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当代中国史学经由改革开放出现了若干新的史学发展走向，逐渐形成了史学范式多元并存新局
面，且对２１世纪后中国史学的影响日渐深入。概括言之，主要有三大趋向呈方兴未艾之势：第一，“回
到乾嘉去”的呼声促使史料和实证研究被格外重视起来，在重温民国史学过程中对王国维、陈寅恪、傅
斯年等民国史学家在史料考证方面的观念或成就给予了充分解读。第二，战后域外史学观念与方法
的涌入，既大大开阔了中国史家的眼界，也颇有令人目不暇接、顾此失彼之感，从５０年代向苏联学术
“一边倒”转变为８０年代后向欧美国家学术倾斜，“法国年鉴学派、英国马克思主义学派、德国概念史、
美国新史学、欧美的新文化史和后现代史学，都给中国史家带来了许多灵感”（李剑鸣：《欧美史学的引
入与中国史家的话语权焦虑———一个当代学术史的考察》，《清华大学学报》２０２２年第１期，第１４～１５
页），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美国“新清史”以及“想象的共同体”“在
中国发现历史”等理论观点在中国史研究的多个重要领域都曾受到追捧。第三，“国学”不仅在时隔半
个多世纪后再次形成“国学”热潮（上次“国学热”还是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前后），而且儒学被视为“复兴”
传统文化、抵制“西方中心论”的希望所在，“国学的复兴则展现了一条中国特色文化的重建道路”“儒
家思想在中国文化土壤中有着深厚的根基和强大的生命力”“完全有可能在当代中国社会实现‘创造
的转化’”（赵林：《“国学热”的文化反思》，《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９年第３期，第６６页）。

这些变化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影响甚大，如学者所指出的：“愿意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
的人少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流地位受到了一定的削弱”（林甘泉：《新的起点：世纪之交的中国历史
学》，《历史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４期，第１３页）；“我国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却呈现出一种逐步
弱化的趋势”（隽鸿飞：《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困境与出路》，《学术交流》２０１４年第１１期，第５
页）；“时过境迁，当今学术研究范式多元并存，马克思主义面临着其他学术思潮的严峻挑战”（赵庆云：
《近十年来中国近代史理论问题综述》，《兰州学刊》２０１７年第１０期，第２８页）。

主流史学界充分意识到了这种现象的存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过往发展、未来走向及重
要理论问题成为重点讨论议题。比如：《求是》２０００年第１１期“面向新世纪，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如
何深入”笔谈；《历史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１期“坚持与发展唯物史观”专题；《河北学刊》２００７年第１期“中
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笔谈；《天津社会科学》２００７年第１期“唯物史观与２０世纪中国史学”
笔谈；《史学月刊》２００８年第３期“‘封建’译名与中国‘封建社会’”笔谈；《史学月刊》２０１１年第３期“秦
至清社会性质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笔谈；《学习与探索》２０１１年第３期“学术与现实：２０世纪中国古代
史研究的理论建设———理论趋向、理论建设与基本问题研究”专题讨论；《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３
期“中共党史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与书写”笔谈；《史学集刊》２０２１年第４期“近百年马克
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发展研究”笔谈等。

这些趋向的形成及其认知的扩展，有着复杂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原因，仅就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
学术层面来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１９４９年后居中国大陆史学的主流地位，是新政权建立后的必
然之势，而此前近二十年的唯物史观史学研究成绩，也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居主导地位的学术基
础。新中国建立后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有着学术话语权的马克思主义史家为充实马克思主义史
学的学术内涵、克服“战时史学”出现的弊端作出了很大努力，也获得了显著成效，然而不断展开的政
治运动却严重干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正常发展。特别是在６０—７０年代那段特殊时期，几无学术可
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都十分突出，对于后者，可以引用一位颇具影响
力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话来总结：“简单化、公式化而不重视中国历史特点的教条主义毛病；研究视
野过于狭窄，课题过于单调，归于文化史、社会史和其他一些重要的领域没有给予应该有的重视；在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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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阶级分析方法时，有‘贴标签’和非历史主义的倾向；庸俗化地理解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把农民战
争说成是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对我国古代和近代的史学遗产更多地强调批判而忽视继承，
对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的理论、方法和学术成果既缺乏了解又盲目排斥。”（林甘泉：《二十世纪的中国历
史学》，《历史研究》１９９６年第２期，第１９页）

对比上述几种新的史学趋向，必须承认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地位有一定削弱并受到
其他学术思潮的挑战，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其以往存在的简单化、公式化、教条化地运用理论，对西方
史学的理论、方法和学术成果“既缺乏了解又盲目排斥”“对我国古代和近代的史学遗产更多地强调批
判而忽视继承”等方面的主要缺失而来，是导致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呈现出“逐步弱化的趋势”的主要
原因之一。

经过改革开放４０多年来对中外新旧史学主旨观念的“告别”“回归”“重写”“引进”“融通”“建构”
“反思”“重塑”等各种尝试和努力，取得的成效也非常明显。“当前，中国史家普遍注重从政治、经济、
社会、文化等维度来考察过往精英和普通人的经历，秉持‘问题史学’的理念，借助各种理论工具来发
掘、组织和诠释史事，以揭示过去的意义。他们相信，历史的功用在于保存集体记忆、理解当今的中国
和世界、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并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李剑鸣：《欧美史学的引入与中国史家
的话语权焦虑———一个当代学术史的考察》，《清华大学学报》２０２２年第１期，第１５页）同时，“伴随着
繁荣发展，生发了一些令人担忧的新现象。突出表现是：研究内容碎片化、研究主题形式化、成果表述
玄学化。‘三化’的核心，是理论思维弱化。有识之士普遍认为，历史研究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思想性”
（李红岩：《中国史学四十年：样态、潜流、走向》，《中华读书报》，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５日，第５版）。此种现
象引起的忧虑正如一位学者所表述的：“认为历史学研究是不需要体系的，应该摆脱体系的束缚；历史
学研究是不需要理论的，理论无助于历史研究……这种倾向如若继续发展，对历史学研究一定造成伤
害。”（钱乘旦：《历史学研究离不开“体系”》，《探索与争鸣》２０１８年第１２期，第５２页）

与之相关的，是域外理论在中国史学界的关注度一直居高不下，对当代中国史学思想领域、特别
是在宏观理论层面产生着各种影响，也有着或多或少地启发，不过近年来已有部分学者开始更理性地
看待之。最近有学者指出：“其实他们的学说本身能否构成‘理论’尚待斟酌，即使可构成‘理论’，围绕
这套理论的生成、延展、中国流布等问题也大多还缺乏细致扎实的研究，这里所谓‘细致扎实’指的是
厘清它们的前后左右，真正去探求、理解费正清、柯文等人的词汇、表述从哪里来，又以怎样的方式、在
哪个层次发挥影响。”（瞿骏：《觅求“真实”与理论反思———对百年中共党史研究的两点思考》，《中共党
史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６期，第３７页）不消说，能够真正做到“细致扎实”地厘清唯物史观理论体系、有着
近百年的用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考验辩证唯物论的适应度”（郭沫若：《跨着东海》，《今文学丛刊》第

１本，上海：上海春明书店１９４７年版，第２４页）的学术实践经历、不间断地用唯物史观考察中国古代
历史的社会形态并确定中国近代历史的社会性质、为近代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作出重要历史理论贡
献的，在近现代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非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莫属。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社会形态理
论重在探讨社会性质问题，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的核心理论问题，社会性质问题在当代中国
史学“多元”发展的语境中，依然是最为有力的理论支点，“虽然以往言必称马列、书必引经典的学术风
气不见了，但在人们思考重大学术问题的时候，支配历史学家思维的基本要素，却仍然是马克思所给
予的”（李振宏：《六十年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思想进程》，李振宏：《当代史学平议》，北京：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１０５页）。

二　继续探索中的唯物史观史学研究

１９９９年１１月由《历史研究》编辑部、南开大学历史系等单位合作发起的“中国社会形态及相关理
论”学术研讨会所讨论的中心问题是“中国社会的历史分期与社会形态”（张分田、张荣明：《中国社会
形态及相关理论问题学术研讨会述评》，《历史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２期，第２５～３５页），它提示了马克思
主义史学研究以社会形态理论为重点探讨中国历史整体进程所具备的学术意义，在分析概括宏观历
史发展问题时，唯物史观史学的社会形态、社会性质等话语体系仍然是最主要的理论依凭。在新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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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境中怎样认识、理解、运用唯物史观，这成为新世纪开始后便遇到的关键问题。
《历史研究》于２００１年第４期发表了《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一文，作者

阐述了“沿着马克思所开辟的理论方向进行思考”的心得，指出“传统唯物史观的理论缺陷”，认为“唯
物史观却是应当超越、必须超越而且可以超越的”，论述了“重新理解的新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理
论形态”（蒋大椿：《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历史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４期，第７、

１２页）。该文引发了人们对唯物史观及相关问题的深层次讨论。有学者撰文指出：从苏联传过来的
唯物史观，经过大半个世纪的实践和科学研究检验，“证明它确实有许多严重缺陷，但不能因此否定马
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本身的正确性”，所谓“严重缺陷”，“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
史观基本原理的缺陷，而是后人对唯物史观的误释或曲解造成的问题”（吴英、庞卓恒：《弘扬唯物史观
的科学理性———与蒋大椿先生商榷》，《历史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１期，第３页）；还有学者认为“尽管唯物
史观的一些基本原理需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但当代生活本身仍然可以在唯物史观的理论框架
内得到很好的解释”，苏联版唯物史观“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原版唯物史观虽不能说纹丝不差，但原则上
没有多少出入却是真的，而且在某些方面还补充了原版唯物史观的不足”（郭小凌：《论唯物史观及其
历史命运》，《史学理论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１期，第１３页）。更重要的是，此次争论涉及唯物史观的基本
原理的再探讨与再认识，使得唯物史观“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可望通过学术界的自由讨论得到澄清，
而这将大有助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加深对唯物史观真谛的理解”“弘扬唯物史观的科学理性”（吴
英、庞卓恒：《弘扬唯物史观的科学理性———与蒋大椿先生商榷》，《历史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１期，第４
页）。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深入探讨持续于当代中国史学研究中，所得出的更深刻的认识非常值得
重视，如：“社会形态学说是一种认识社会历史发展的正确理论和有效方法”（马克垚：《说封建社会形
态》，《历史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２期，第９页）；“唯物史观及其指引下的历史学的科学品格，恰恰证明了它
具有充分的‘可证伪性’的科学品格”（庞卓恒：《唯物史观及其指引的历史学的科学品格》，《历史研究》

２００８年第１期，第３２页）；“唯物史观指导下科学的历史认识，要通过历史辩证法才能实现”（于沛：
《历史认识的辩证法阐释》，《陕西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２０年第１期，第６２页）；“唯物史观是一门真正的
实证科学”（吴英：《唯物史观：一门真正的实证科学》，《史学集刊》２０１７年第６期，第７９页）等。

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场域中，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中“无奴论”再度崛起、中国古史分
期“新说”涌现、“封建”名实问题的热烈讨论等，其核心问题均指向社会性质。在“有奴”和“无奴”的争
议中，一些学者结合卜辞铭文、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材料论证中国古代社会的形成模式和发展特
点，是反思怎样破除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公式化问题的积极尝试。“封建”概念名实问题的
讨论，直接涉及辨析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性质问题，部分学者认为，“封建”一词用于“封建社会”名实错
位且不合古义，导致了秦汉以后的“泛封建观”，是对“封建”的误用；另有学者则认为，近代以来很多概
念在使用时出现名实不符的情况并不少见，概念使用的古今演变有其合理性，不应片面拘守古义而否
认今义，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封建社会”并不背离唯物史观社会形态理论原意，是唯物史观与中
国历史相结合的创新成果（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经济研究所、中国
社会科学杂志社《历史研究》编辑部编：《封建名实问题讨论文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
叶文宪、聂长顺主编：《中国“封建”社会再认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封建”名实
问题的讨论事关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一系列重大历史理论问题的立论基础、论证逻辑、学术内涵及
现实意义的判断，关系到唯物史观史学所构筑的理论基石的坚实度，这类讨论对进一步辨明马克思主
义史学的自身价值有重要意义。

对中国古代历史的封建社会形态的认知，还牵涉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定性问题。唯物史观社
会形态说立论的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性质与“两半论”的学理依据前后相连，古代的封建社会形态和近
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历史发展叙事中不同社会形态和社会
性质的叙事链，亦成为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理论的基本出发点，中国近代历史的“革命史”和“现代化”
等研究范式方能得以全面解读。有学者指出：“我们应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在批
判吸收各研究范式所长的基础上，构建一个更具科学性、主体性、创新性和完整性的中国近代史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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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崔志海：《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与方法再检讨》，《历史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３期，
第２０１页）一个不能回避的基本事实是，“若否定秦汉以来至鸦片战争的中国为封建社会，则近代‘半
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定性也就无从谈起”“任何对于‘封建社会’问题的学理分析，还须基于近代中国
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实践”（赵庆云等：《试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特点》，《史学理论研究》２０２１年
第４期，第３７页）。虽然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不一定完全因时局变迁而单线推理来得那么直接，但
是，“历史的具体事实正是有和无的根据”（范文澜：《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历史
研究》１９５４年第３期，第２４页）。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成功的历史事实，应成为考验唯物史观社会形
态理论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适应度”的重要史实权重。

从学术角度而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以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为重点，在当代中国史学多元发展的
格局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从社会性质的角度阐释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特点和历史分期、
考察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和研究范式、探讨中华民族起源与文明形成过程、论述中华民族交
往交流交融过程等宏观性历史问题，都有着更为广阔的研究空间。

三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的稳步拓展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对２０世纪中国学术史的研究持续成为学界关注热点，但是对中国马克思
主义史学学术史的研究，无论在重视程度还是在成果数量上，均低于对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对
傅斯年、胡适、陈寅恪等史家的研究力度和评价高低，与对郭沫若、范文澜等马克思主义史家的研究和
评价相比，差别十分明显。已往研究中存在两种倾向：一是脱离时代与学术语境，用所谓“学术独立”
的单一标准看待马克思主义史学，一意突出其现实功能而忽视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内在学术逻辑，批
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的若干重要论题是“假问题”“伪问题”；二是不能正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在特定时期为革命目标和政治需要以史学服务于现实的实际情况，有意无意地回避如此做法存在着
对历史学本身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不能接受对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的学术批评。这
两种现象都有碍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深入开展。近年来，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研究
受到更多学者的重视，在深入发掘材料的基础上专题探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问题、更全面地研
究、评价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学术成果明显增加（据２０２２年２月从中国知网（ｈｔｔｐｓ：／／ｋｎｓ．ｃｎｋｉ．ｎｅｔ）
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为主题词的检索结果，１９８０—２０００年为７２条，２００１—２０２２年为２３２条）。
量的积累必然导致对质的新要求，关注度的提升带来的是更多维度的问题意识，既有研究中存在的问
题促使研究者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以往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更多的是就史家著述立论，对史家著述后面的各种研究动机和现实语
境关注不够，近年的研究开始改变单一的文本定性模式，将文本呈现与时代语境相结合。如对郭沫若
《十批判书》的研究，除澄清了所谓“抄袭”的不实之说（翟清福、耿清珩：《一桩学术公案的真相》，《中国
史研究》１９９６年第３期，第３～１２页），还经历了从研究总结原书的思想特点到考察其“撰著动机”与
“论学宗旨”、再到探析其“写作语境与意图”的研究过程（分别参见林甘泉：《从〈十批判书〉看郭沫若的
史学思想》，郭沫若故居、中国郭沫若研究会编：《郭沫若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１９９４年版；戚学民：《再论〈十批判书〉的撰著动机与论学宗旨》，《历史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３期，第

１２９～１４８页；李孝迁：《〈十批判书〉的写作语境与意图》，《历史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４期，第１３９～１５７页），
剥茧抽丝般地揭示了这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名著的著述成因、文本境遇、学术价值，折射出相关时
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生态。社会史论战前后用唯物史观探讨中国历史问题的人员背景较为
复杂，其中一些非中共学者有着较高的理论素养，不宜完全排斥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范围之
外，同样作为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资源，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介绍、翻译以及结合中
国历史所作的研究，也进入了学者的研究视野（如陈峰、汤艳萍：《唯物史观史学与实验主义史学的冲
突———以李季为个案的考察》，《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１２期，第７０～７７页；陈峰、殷飞飞：《民国时
期唯物史观史学的非主流趋向：以中山大学陈啸江为中心的探讨》，《人文杂志》２０２０年第１期，第

９５～１０３页；陈峰：《正统之外的典范：民国学者陶希圣对唯物史观的认知与运用》，《史学月刊》２０２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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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６期，第１１９～１２８页）。从马克思主义史家“五老”到新中国成立后绝大多数史家转向马克思主义
史学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的代际谱系及其学术见解的前后承继，正在成为课题关注点。对中国
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过程中的学术机构、学术刊物的研究，也出现了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如盖志芳：
《〈历史研究〉（１９５４—１９６６）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２０１０年；赵庆云：《创榛辟莽：近代史研究
所与史学发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以往的研究将马克思主义史家形塑为观点、
立场完全一致的学术共同体，其实在诸多学术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史家之间存在着很多不同观点，出现
过多次激烈争论，相关研究努力厘清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不同学术观点的形成和争议，并将已有的中
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创获融入已经发展或更新的问题意识和研究话语中，对于深层次认识马克思
主义史学有重要意义（如李红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溯源：重思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大论战》，
《探索与争鸣》２０２１年第６期，第４７～５９页；张越：《范文澜与“汉民族形成问题争论”》，《中国社会科
学》２０２０年第７期，第１８３～２０３页；罗志田：《走向特殊规律：范文澜关于“汉民族形成”的思考》，《天
津社会科学》２０２１年第５期，第１８５～１９８页）。马克思主义史学中一直存在着史料与理论间的张力，
通过深入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家完全不重视史料的偏颇之见在一定
程度上得到了纠正，兼顾史料、理论和时代三个维度，关照史料与理论、学术与现实等层面的互动关
系，不能仅突出其现实诉求而弱化其学术内涵，亦不可仅注重其学术权重而忽视其现实旨归，诸如此
类的认识，被更多的研究者所认同并接受。

在中国更积极主动地面向世界的今天，“人们由此更深刻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正确认
识历史中无可替代的作用”（姜义华：《改革开放４０年：伟大的解放运动和史学的解放》，《探索与争鸣》

２０１８年第１２期，第５１页）。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在继续探索新的发展路径。如有学者认为，“马
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学说，是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的最基本的理论，与其相关的范畴概念乃是
中国史学当代话语体系的核心”；同时，“加强对中国史学遗产的研究，发掘和梳理其中的价值、有意义
的成果，并加以继承和发扬，作为中国史学话语体系当代建构过程中不可缺少的资源”，并“借鉴和吸
收外国史学的一切积极成果所提供的思想、理论和方法”（瞿林东：《关于当代中国史学话语体系建构
的几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１年第２期，第２２、２４、２５页）。“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克服
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同时，又必须防止崇拜西学的新教条主义滋生。其建设路径是吸收融合中国
古老的史学传统，立足中国历史本身，致力于打造中国史研究的原创性概念、命题和理论话语。”（陈
峰：《反省与创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构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２０年第５
期，第１５４页）还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突破还是应回到史学方法论上……不论是经济
史、政治史还是革命史，研究者都对个人、群体、社会集团乃至国家的经济条件和社会属性保持高度专
注，并强调了这些因素在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以及历史叙事中的首要性。马克思主义对经济、社会
以及个人问题的重视，依然会对上述研究在方法上产生积极的影响。”（张旭鹏：《新中国成立７０年来
的史学理论研究》，《武汉大学学报》２０１９年第５期，第２０页）也有学者主张“尽量以中国本土固有词
语概念进行表述”“努力写出‘土产’的而非舶来‘转基因’的中国古史分期和社会性质”（黎虎：《中国古
史分期暨社会性质论纲———兼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文史哲》２０２０年第１期，第４６页）。

总体而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经过２０世纪前半期的发展，已经形成了初步研究体系和基本学
科规模，新中国建立后居主流地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理念
融入了中国史学的各个研究领域，当代中国史学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浑然一体。中国马克思主义
史学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有着鲜明的实践特征和突出的学术创造力，事实证明
其有能力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承担中国史学继续发展创新的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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